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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
　———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

申建林　蒋田鹏

摘　要：在协商民主研究热中，众多学者提出并论证了“协商民主优先论”，这种以中国非
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土壤为由，而倡导的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
走上协商民主发展之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
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
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没有选举民主及其所维护的代议制，协
商民主会因为缺乏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丧失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而没有选举与
投票环节，协商民主将议而难决。选举民主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只有同时推动选
举民主，其他民主形式才可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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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化问题，而现实政治体系所能接纳的通常是由远及
近、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式的民主化路径，乡村、社区、政协等较为边远的领域首先成为学
术界和政界关注的民主化试验场所，由此，“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相继成为中国民主政
治发展的研究热点。目前，中国民主化研究已进入了协商民主的主流话语阶段，对于协商
民主的认识，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观点：相对于选举民主等形式，协商民主应
当优先发展，它代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这里称之为“协商民主优先论”（陈剩勇，

２００５；房宁，２０１０；林尚立，２００３），这种观点包含了对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关系的特定解
释。那么，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究竟孰重孰轻？两者各居何位？
本文力图通过对“协商民主优先论”的考察和质疑，来探讨和澄清这一问题。

一、盛行于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先论”

协商民主观念自２１世纪初引入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已逾１０年，在协商民主本土化的
过程中，“协商民主优先论”也随之提出并得以盛行。
早在２００３年，林尚立在其《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中首先

提出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优先性，他以中国强调民主效率而不主张政治多元化为由
认为：“竞争性民主就不可能成为首选价值偏好。这样，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
序的价值偏好就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性民主。”（林尚立，２００３：２１）随后，“协商民主优先论”
的影响逐步扩大，更多的学者成为其支持者和倡导者，如黄卫平、陈文认为，“在以‘协商性
民主’为主，‘竞争性民主’为辅的基础上”，将两者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应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现实选择”（黄卫平、陈文，２００５：２４７）。陈剩勇则认为，民主传统
的缺乏使得中国在短期内难以为竞争性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政治心理以及社会基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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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具有“竞争性”和“聚合性”的选举民主，“很可能会陷入动员性参与而导致的‘多数
暴政’”———就像中国大陆的“文革”以及台湾的“民粹化”那样，而“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则可避免这一
弊端，况且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中“也不乏协商政治的思想资源”（陈剩勇，２００５：２９）。
直到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协商民主优先论”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如李德满认为，选举民主本

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理论悖论；而协商民主则在克服了选举民主理论困境的同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无论是在核心特征还是具体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它可以在不触动既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推
动我国的社会发展，“因此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模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
（李德满，２００８：６４）。房宁更直言不讳：“着眼于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实际上选择了以协商民主作
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这是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我并不认为中国应当永远排
斥竞争性的选举，但这并不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房宁，２０１０：３９）
如果我们简要地归纳一下，提倡协商民主优先论的主要理由有两点：其一，基于中国特定的现实政

治与社会条件的考虑。中国不存在竞争性的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作为竞争性民主形式的选举民主的发
展就会受到限制，而协商民主因与既有的政治框架与政党体制相容而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和广阔的发
展空间。此外，当前中国复杂的多元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更需要协商民主，而不是选举民主。其二，中
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则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
究竟何为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果真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吗？协商民主

更易于在非民主化的社会土壤中成长，因而能够绕开推行选举民主所遇到的困难吗？

二、协商民主与中国现实环境之间的张力

我们首先看看协商民主优先论的第一个理由：基于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基于中国非竞争性的领导体
制和政治形态的考虑。
关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或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政府对社会团体

的全面控制是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初始发展条件”（陈剩勇，２００５：２９）。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政治体
制所具有的集权和非竞争的性质，甚至承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分化，以及多元化社
会基础的出现，也并未改变中国的集权体制，相反，在某种程度还加强了集中调控权。
中国非竞争性的集权体制这一事实，能决定中国只能走协商民主优先发展之路，而选举民主或票决

民主将丧失有效的发展空间吗？协商民主优先论者之所以将非竞争性的政治环境与协商民主联系起

来，其核心逻辑无非是：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是竞争性民主，而协商民主是非竞争性民主。在排斥竞
争的政治土壤上，能扎根成长的只能是协商民主，而不是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这种观念是对协商民
主概念及其运行机制的严重曲解。协商民主通常是指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辩论等理性的
方式而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无论协商民主理论家对于协商民主的分歧有多大，但都承认协商民主包含
了民主和协商两个方面的内涵①。也就是说，无论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还是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形
式，都是指公民面对存在分歧的若干对象、方案或事项进行平等而自由的选择，从而最终决定合法人选
或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这种民主决策可以采取偏好聚合的方式，即公民无需申述理由而直接投票，根
据简单多数原则而决策，也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的偏好的改变”而决策（埃尔斯特，２００９：７），这就是协
商民主。协商民主观念要求公民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和论证，承担道义责任，在协商与论辩过程中，各
方最初的主张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基于公共责任和公共理性而作出的集体决策，具有更高的民主质量。
由此看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公民作出集体决策的方式是直接票决还是票决

之前要求争论和辩论，而并不在于是否在存有分歧而相互竞争的候选对象中进行选择。事实上，民主本
身就是由公民或利益相关人直接解决分歧的一种方式，如果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分歧，不存在相互竞争

·４２·

①如，米歇尔曼认为，协商民主是“民主与协商的混合物”（见博曼、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８页）；埃尔斯特也认为，“民主的部分”和“协商的部分”构成了协商民主的“核心含义”（见埃尔斯特主编：《协商
民主：挑战与反思》，周艳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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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选或方案，所有人对所有事项的选择都是一致的，民主也就成为多余。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
式，无疑也是在面对存有分歧而相互竞争的困境时，作出选择的一种方式。我们何以能认为，唯有选举
民主才是一种竞争性民主，而协商民主摆脱了竞争原则，因而也能在非竞争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协商民
主比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具有更高的要求，在选举民主无法成长的环境中，协商民主又何以能更顺利
地成长？就协商民主而言，无论是协商的主体，还是协商的对象，都存在着分歧和竞争。正因为协商主
体存在分歧和竞争，才会要求各方自由而平等地辩论和论证，正因为备选对象存在着分歧和竞争，才会
在辩论中通过展示各备选对象所包含的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因素，而等待利益相关人进行选择。
协商民主优先论者之所以认为协商民主更能为非竞争性的体制所接受，是因为他们所想象的协商

民主，无非是指在既有集权权威之下，指定的人员通过指定的组织形式在指定的议事范围之内相互交流
并提出建议的议事形式，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种协商，而且某些建议往往也会被采纳，但问题
是，在这种协商中，各方并不能凭借其主张所包含的公共理性而具有平等的决策权，而是有待权威的认
可和接纳。因而，这种协商在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与建议，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权，因而这并非是一种协
商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要求协商者具有自由而平等的最终决策权。
论证协商民主优先发展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复杂，而协商民主有益于消除社会

矛盾，达成社会共识。如房宁认为，选举民主有利于公民个人偏好的充分表达，但却容易强化差别，扩大
分歧；而协商民主则能照顾各方利益，寻求利益的交集，促进共同利益的形成，因此，“协商民主是最适合
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房宁，２０１０：３９）。
我们承认，中国社会正日趋多元化，在决策中也需要致力于寻求共识。但这是否意味着，协商民主

更适于多元主义的社会环境，而选举民主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因而前者优先于后者？
寻求共同利益的确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协商民主理论家倡导参与者在民主决策过程中通过论

辩和论证，而实现偏好的转换，从而可望达到共识。但是，这只是协商民主的理想，从最终的意义上讲，
任何民主形式都不可能消除分歧，完全化解矛盾。协商民主通过各方的争论和论证，可以消除那些因
“偏见和迷信所导致的分歧”，但也可能会产生和激发分歧，因为它提供了平等争论的机会，那些“先前被
忽视的部分也会引人注意”而成为争论的内容，“当协商参与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具有不同的
生活经验，并且证据缺乏证明时，各种不同观点就不可能消除”（博曼、雷吉，２００６：１８９）。因此，“严格说来，
协商过程绝不会导致普遍性的建议，普遍性仍然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曼宁，２０１１：１３６）。
协商民主的意义只在于，让各方有机会申述其主张的理由，使少数人的和具有充分理由的观点受到

重视，从而使决策过程更具有合理性，但最终决策结果的合理性，则是协商民主无法解决的，只有票决民
主才会使每个人“在若干方案中做出选择，并自由地决定赞成或拒绝通过辩论形成的结论”，从而形成有
效的集体决定，票决赋予了决策结果的合法性，它是协商民主过程中“各种观点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的
结果。
由此看来，协商民主难以单独承担民主决策的使命，协商民主致力于对各种不同利益的协调。但

是，最终划定各方利益边界、对共同利益的确认等等，仍然需要聚合式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
难以脱离选举民主所提供的决策机制。
而且，协商民主运行需要以选举民主所提供的民主政治构架为前提，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具有逻

辑上的先在性。因为协商民主是以利益的顺畅表达为前提，若没有选举民主，没有选举民主提供的对政
治权威的控制和对自身利益代表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民主过程中的对话和辩论的微观环节，发达的民主
化国家之所以强调协商民主，是因为在那里已经确立了比较成熟的选举民主基础。在中国，利益表达不
畅，协商效能不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选举民主的不完善。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非民主协商”

协商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是“协商民主优先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协商民主优先论者在中
国的政治传统中找到了中国现阶段优先发展协商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土壤：即“和”文化以及“协商传统”。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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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尚立认为，“和”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这种文化
基础为协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林尚立，２００３：２１）。陈剩勇则认为，我国的
“协商政治传统”自古就有，如民本政治即含有协商理念，它要求君主要善于听取臣民的批评与建议；即
使在秦汉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之后，政治需要协商、辩论的传统也一直在历朝历代得以延续，中国古代每
一个朝代都设有言官制度，其职责就是议论政策得失，这些政治传统中所“涵摄的政治需要协商、需要争
论和辩论的思想，无疑构成了协商民主植入中国的一大本土资源”（陈剩勇，２００５：３０－３１）。
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某些协商性因素，但这里的“协商”，在性质上是一种非民主

的“协商”，它与现代协商民主不仅不同，而且在其制度功能和运行机制上与现代协商民主是无法相容的。
协商民主中的“协商”，是提高现代社会民主质量的一种决策方式，而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协

商”，则是维护专制体制稳定而持久运行的一种策略。就协商民主而言，协商活动是以参与者平等的政
治地位为前提，即所有参与者具有平等的决策权；在协商过程中，协商者以公共理性为指导，即参与者公
开表明自己的利益与偏好，倾听他人观点，并根据公共理性来做出判断；最终的决策并不依赖于专断性
的权力结构，而取决于协商各方的理性力量、他们对共同利益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自由、
平等、开放而理性的对话和协商，不仅具有民主的性质，而且是一种更高质量的民主。
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协商”，则是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协商”。支配整个信息交流与协商形式的是

君主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臣民的话语权来源于君主的恩赐；“协商”的力量及其合理性不在于公共理性
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而是君主的利益及其统治秩序；而最终的决策权归于君主，服从君主是臣民的义务。
君臣之间的协商关系，如其说是反映了民主的关系，不如说是反映了效忠的关系。所以，传统社会的“协
商”，并不具有民主的性质，这种非民主的协商不可能成为协商民主发展的思想资源。
同样地，中国传统社会所孕育的“和”文化与协商民主的理念及精神气质背道而驰，难以成为协商民

主赖以生长的土壤。中国古代的“和”文化始终与“礼”相联系，它通过礼的道德与制度规范而实现，而最
终也是为了实现礼所内含的等级秩序，即所谓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这里的“礼”，
所倡导的是专制主义不平等的政治与宗法结构，“礼”赋予不同社会成员以不同的高低贵贱身份，并通过
特定的礼仪习俗与行为规范牢牢维护既定的身份与秩序。显然，“和”文化不是没有倾向性的各方中和，
更不是消除政治差别的政治平等，而是内含了君主制与社会等级制，正如刘泽华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
析时所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
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刘泽华，２００３：３１）。显然，“和”文化与协商民主是无法相容的。
在“和”文化及其开明的“民本政治”中，也开放了某些对话与言论空间，从而形成了某种“协商政治

传统”。但是，“民本政治”预设了“民”“君”之间的二元划分，“民本”丝毫不等于“民权”与“民主”，相反，
以民为本的理想恰恰反映了君王的高尚人格和伟大情怀，恰恰确立了君王作为“民之主”的道义基础。
协商政治传统中的言官虽可“批评朝政之得失”，但在道义与政治上只能处于卑微的臣民地位，他们

的“批评”不过是效忠于君王的“谏言”，而不是基于公共理性的平等对话与辩论，在这种君臣地位不对
等、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协商”中，臣民必须谨言慎行，稍有不当，便是“妄议朝政”，轻则遭刑狱之灾，重
则招杀身之祸。明朝著名的“廷杖”制度，即是皇帝为“教训”官吏所设置的一种刑罚，受刑者多因言获
罪，而杖多杖少则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心绪，如，明武宗曾欲借“祀神祈福”之名南下游玩，众朝臣闻之谏
阻，武宗大怒，杖朝臣１４６人，其中１１人被杖死。传统社会中所谓的“协商”是一种充满诸多禁忌色彩
的、单方裁定的“协商”，无论是理念上还是运行机制上与现代协商民主中的协商相去甚远。
事实上，正如民主并非都是协商的，“协商”也并非都是民主的，几乎在所有的专制社会中同样能找

到某种形式的协商，因为专制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有效驾驭与控制并不是以与整个社会的隔绝和自我
封闭为前提的。相反，唯有了解社会才能及时控制社会，“协商”正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汲取信息的途
径，与臣民的“协商”有益于专制统治者适时地调整政策，从而稳定其秩序。此时的“协商”与协商民主中
的“协商”有着天壤之别，它无法成为接纳协商民主的文化因素。由此看来，协商民主优先论者在“和”文
化、“协商政治传统”与协商民主之间所建构起来的联系，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牵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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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法越过的选举民主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可以随意编排、随意取舍和随意设计的。在现代民主政
治发展中，两者具有各自特有的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对于维护与支撑现代民主政治发挥着各自特有的
作用。只有遵循民主政治实践自身的逻辑，才能开拓一条有效的民主发展道路。
直接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具有特定条件的，它受到参与人数与参与规模的限制，而只能在如

古代雅典式的城邦小国中具有生存空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个人直接参与的民主丧失了生存
的土壤。受到现代民族国家人口众多和地域广阔等因素的限制，“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萨
托利，２００８：３１０）。正如赫尔德所言：“代议制民主作为既负责任而又可行的政府而得到赞美，在广袤的国
土上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赫义德，１９９８：１４８）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共同体最高层面的民主形式
无法采取全民直接参与议决事项的协商民主，而只能实行通过公民代表进行议事的代议制度。
当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可行性的主流民主模式时，选举民主也就成为不可超越的普遍形

式，因为正是选举民主才使代议制民主得以有效运行。正如萨托利认为，选举民主虽然不是代议制民主
的充分条件，却是它的必要条件，有选举民主不一定就是代议制民主，但在代议制民主中却必定存在选
举民主。代议制民主的设计原理在于，将“主权”与“治权”进行了二元划分：主权在民，而治权归于接受
委托的“代表”。决定代议制的民主质量和代议成败的是公民对其代表的选择与控制，只有民选的政府
才能成为负责任的政府。由此，选举民主成为支撑代议制的核心，各国学者通常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视
为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标志，如熊彼特认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
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
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刘军宁，１９９９：４２３）。
那些呼吁协商民主的理论家们也从没有试图抑制或排斥选举民主及其所支撑的代议制度，并进而

让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他们并不是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对立起来，相反，协商民主理论家只是针
对选举民主所存在的缺陷，而力图通过协商民主形式予以补充与完善，而绝非轻视或取代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公民代表或利益相关人直接参与对话和辩论的微观民主，是在选举民主与代议制民

主的某个环节或微观范围内运行的。如在中国，如果审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立法议案，往往是先
由常委会全体会议或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辩论和讨论，这个审议的过程即是协商民主的过程；再如，在
乡村或城市社区等基层，利益相关人就特定事项的对话讨论，即是协商民主的形式。显然，协商民主是
从微观上对选举民主的完善，它无法离开选举民主和代议制而独立运行。若没有选举民主和代议制所
提供的对于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此外，协商民主自身也不能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决策过程，它只有与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相结合，才

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从而发挥协商自身的作用。离开了选举和投票的协商，只能是议而不决，
“任何普遍的民主理论都不会仅把目光盯在协商上，因为总需要进行决策”。所以，埃尔斯特指出，“协商
绝对不可能是达成集体决策的唯一程序，它总是需要投票或讨价还价或两者一起作为补充”（登特里维
斯，２００６：７９－８０）。正是“选举”和“投票”这一决策形式的存在，才使协商民主具有了现实可行性。那种认
为在中国协商民主具有优先价值、需要得到优先发展的观念，既违背了现代民主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
也不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
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也并没有提及或隐含协商民主优先发展的观念。
协商民主优先论者最终会导致避重就轻的后果，我们知道，中国选举民主（代议民主）最典型地存在

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而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如果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发展战略以协商
民主为重，也就意味着优先发展人民政协的民主形式，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形式因受到国情的限制而
暂缓推进，这种观念岂不是怀疑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民主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协商民主不可能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一条独立而优先的道路，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本身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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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选举民主，中国协商民主价值的彰显有赖于选举民主的完善与发展。政治发展没有捷径，选举民主
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试图避开选举民主，不仅无法推进民主，反而远离了民主。

参考文献：
［１］　约·埃尔斯特（２００９）．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周艳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　博曼、雷吉（２００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３］　陈剩勇（２００５）．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浙江社会科学，１．
［４］　登特里维斯（２００６）．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王英津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５］　房　宁（２０１０）．竞争性民主形式会撕裂中国．红旗文稿，５．
［６］　赫尔德（１９９８）．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７］　黄卫平、陈　文（２００５）．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黄卫平、汪永成编．当代中国

政治研究报告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８］　李德满（２００８）．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２．
［９］　林尚立（２００３）．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４．
［１０］刘军宁（１９９９）．民主与民主化．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１］刘泽华（２００３）．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３．
［１２］伯舒德·曼宁（２０１１）．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陈家刚主编．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３］萨托利（２００８）．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ｌｉ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Ｔｉａｎｐｅ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ｗｈｉ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ｖｏｉ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ｉｒｓｔ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ｕｎｔｅｎａｂ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ｔｓｅｌｆ，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ｈａｓ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ｉｌｌ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ｌａｃｋ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ｆｏｒ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ｏｎｅ　ｃａｎ’ｔ　ｂｙｐａｓｓ，ｏｎ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作者简介：申建林，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ｎｊｉａｎｌｉｎ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蒋田鹏，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２ＹＪＡ８１００１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０ＡＺＺ００２）

　■责任编辑：叶娟丽

◆

·８２·


